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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日本研究的形成與發展∗

林超琦

美國是除了日本以外，研究日本的最大學術社群，主要研究單

位與大學都有日本研究課程。而且，與其他國家的日本研究相比，

美國的日本研究還依照不同學門領域分工，比較專業化。美國的日

本研究算是相當成熟。美國的日本研究是如何發展的？本文將美國

日本研究分成四個時期──形成期、奠定期、高峰期以及轉型期，以

探討「什麼因素促成日本研究在美國的發展」、「誰研究日本」及「美

國的日本研究的主題」，以期能對未來台灣的日本研究提出建議。

：日本研究、區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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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是除了日本以外，研究日本的最大學術社群。與其他國家的日本

研究相比，美國的日本研究依照不同學門領域分工，比較專業化1。有趣的

是，美國並不是最早開始注意日本的西方國家。事實上，英國、奧地利、

德國，在同時甚至更早便已開始研究日本。而且在二次大戰前，美國只有

少數學校提供日本相關課程，到了現在卻是幾乎所有主要研究單位與大學

都有日本研究的課程（Hardacre, 1998; Steinhoff, 2007），甚至還有設立專

門研究日本或是亞洲的研究中心及圖書館，美國的日本研究算是相當成

熟。

美國的日本研究為什麼能發展到如此成熟？一般來說，對他國的研究

多半是源於地理上的鄰近性，美國向來也以西歐或拉丁美洲作為比較研究

的對象。對美國人來說，研究日本有比較高的語言障礙，美國為什麼對日

本有興趣，要研究日本？什麼因素促成日本研究在美國的發展？尤其，中

國研究向來是美國東亞研究的重心，日本研究何以能成為一個單獨的研究

次領域？學術不能脫離現實而存在，社會科學的知識建構主要還是為了解

決問題與提供答案。日本研究的發展是反映出美國的什麼需求2？政治、政

策上的需求，還是經濟、文化社會方面的需求？

其次，要瞭解日本研究的發展，還要知道誰研究日本？日本政治研究，

常常被援引做為美國政府政策的依據。不可避免的，研究者的經歷與立場

會影響他們對日本的詮釋。經歷過二次大戰與美軍佔領日本時期的學者，

與戰後新生代學者對日本的看法必然不同。同樣的，學者與記者所關注的

焦點也不同。知道是出自什麼樣背景的研究者做日本研究，有助我們瞭解

                                                       
1 其他國家的日本研究大多是綜合性研究，比較沒有強調學門分工。關於不同國家的日

本研究發展，見哈佛大學 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於 1990s 末
開始於時事通訊，Tsushin（通信），一系列不同國家日本研究發展的比較。

2 作者感謝蕭全政教授對於這個面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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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界有關日本知識是如何被建構。此外，不同國家的「日本研究」應

該會有不同的面貌與不同的關注焦點，美國的日本研究都研究什麼？

台灣雖然在很多方面受到日本影響，也有許多對於日本有興趣的「哈

日族」，但是台灣在對於日本的學術性研究卻是發展比較慢（何思慎，2004；

楊鈞池，2007）。理解美國日本研究的發展，可以做為我們發展台灣的日

本研究的借鏡。此外，台灣學界向來大幅引用美國學術界的看法，在引用

美國日本研究文獻的看法之前，有必要瞭解他們是從什麼觀點出發，才得

以避免一些過於以美國為中心的看法。

本文主要是在回顧美國學界的日本研究的形成與發展，而非文獻檢

討。主題回顧將以筆者比較所熟悉的政治學為主。美國的日本政治研究，

並不是從政治學所發展出來。相反的，是先有日本研究的發展，強調全面

性的日本研究，之後才發展不同學門的專業分工。所以，要瞭解日本政治

研究的發展，還是必須要從日本研究整體發展的過程才能瞭解。以下依照

日本研究的不同發展階段，討論影響該時期日本研究的因素，並回顧該時

期的主要研究議題。

貳、二次大戰前──日本研究的形成期

美國對日本的瞭解早期是仰賴歐洲商人與傳教士所傳來對日本描述的

二手資訊。19 世紀中葉，隨著培里將軍（Matthew Perry）率領軍艦打開日

本門戶、結束日本鎖國政策，美國人對日本才得以有直接的互動與觀察。

不過，學術上的日本研究則遲至 19 世紀末，於 1896 年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才設立全美第一個與日本相關的

教職（Jansen, 1988a），其他地緣上較有關係的西岸學校，如舊金山的史丹

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與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陸續開始提供日本相關

的課程。之後，東岸學校，如：哥倫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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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普林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耶魯

大學（Yale University）等大學也相繼開設與日本相關的課程（ Jansen,

1988a）。

在此之前，美國的東方研究，向來是以中國為中心，尤其是儒學方面

的研究。主要大學開始設立日本相關的課程，顯示出美國對日本的興趣增

加。日本相關課程的設立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經發展有關，除了美日貿

易增加，主要是因為日本對中國與俄羅斯兩次戰爭上取得勝利，吸引了美

國的注意。加州柏克萊大學就是在中日戰後的隔年 1896 年設立日本教職，

史丹福大學則是於日俄戰争後 1906 年設立遠東歷史課程（Jansen, 1988a）。

到了 1935 年，已有 25 所大學開設與日本相關的課程（Tansman, 2003）。

不過，美國學界雖然開始設立與日本相關的課程，在這個階段，除了

少數學者來自日本或曾經在日本居住懂日文，懂日文的學者或是可以稱為

日本學者有限。例如奠定戰後日本研究的主要學者 Edwin O. Reishauer 在

哈佛大學攻讀博士時，是由漢學家 Serge Elisséeff 所指導3。事實上，哈佛

大學到 1931 年也才有定期的日語課程。日本研究尚未被學界認可為一個

單獨的研究領域。真正促成日本研究發展的關鍵是二次大戰及之後的冷

戰。

叁、二次大戰後──日本研究的奠定期

由於二次大戰的發生，美國政府為了蒐集與翻譯日本軍事情報，急需

懂日語的人才。在政府要求下，大學便針對軍方需求提供密集日語課程4。

之後，為了佔領日本做準備，軍方也繼續訓練日語人才。這些懂日文或曾

在日本生活的人，在戰爭結束後，許多人返回學校繼續學業與研究。由於

                                                       
3 Reishauer 之所以能夠做日本研究，是因為他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直到 17 歲才回美國

受高等教育，日語相當流利。
4 非一般常態課程，而是專門為軍方所提供，較為強調口語的課程（Jansen, 19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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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懂日語的優勢，許多人投入日本研究。相較於二次大戰前日語人才的缺

乏，戰時軍方的語言訓練意想不到增加了會日語的人才、成為戰後日本研

究的主力（Jansen, 1988a）。而日本研究的方向更因為冷戰的發生而有了突

破性的發展。

冷戰時期，美國政府為了有系統地掌握各國情勢以作為國家安全政策

參考之用，發展出以地理區域（非研究議題）為劃分基準的「區域研究」

（area study）。由於日本對美國在冷戰時期的重要性，日本研究（包括日

語學習）成為美國政府主要贊助的研究對象之一。在美國政府的主導與許

多民間基金會的支持下，許多大學相繼成立日本或東亞相關的專門系所、

研究中心及專門的圖書館5。不僅如此，對於研究所需要的語言學習與田野

調查也有提供補助。

根據統計，1958 年到 1970 年，美國聯邦政府教育部在日本研究的相

關教育經費上，就有美金 1,900 萬元的補助（Jansen, 1988a: 21）。在對所

有區域研究的贊助中，日本研究獲得 10％至 15％贊助（Jansen, 1988a）6。

就總額來說，也許不是那麼多，但是這些經費在田野調查及圖書館資源方

面，提供了前所沒有的資源，使得日本研究有長期性且制度性的支援。一

般來說，對於他國的研究，語言是做相關研究的第一障礙，這些資源使得

學習日語與研究日本的成本大幅降低，學校能夠有系統地培育人才、鼓勵

日本研究。尤其因為政府政策設立了許多與日本相關的職位，這些工作機

會，無形中也提高美國人研究日本的意願，讓人有誘因去學日語，進而提

高研究日本的意願。

冷戰的發生改變了美日關係，除了使得研究日本的需求提高，連帶地

                                                       
5 由於 1957 年蘇俄人造衛星射入太空，美國國會即在隔年 1958 年通過『國防教育法』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強力改革學校課程結構並加強科技教育，使聯邦政

府藉由撥款，以推動聯邦政府認為重要的研究科目（秦夢群，1997）。如，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與哥倫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就是在教育部的補

助下成立日本研究中心，定位為國家資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的一部份。
6 最主要的還是對蘇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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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改變日本研究的主題。在二次大戰結束美軍佔領日本初期，美日仍處於

敵對關係，美軍在日本的重點工作是政治改革，希望改造日本成為非軍事

的民主國家。然而，冷戰的發生，使得日本成為美國的盟友。由於戰爭期

間，美國人民對日本有相當的敵意與不滿，為了要合理化推動日本研究的

必要性，特別正面強調日本有值得研究之處，將研究重點放在日本的現代

化發展（Hardacre, 1998），探討做為後進發展國（late developer）的日本

何以能夠在明治維新時期，快速且平順地將從封建的農業制度轉換為工業

都市化7。

之後，更是在福特基金會（Ford Foundation）贊助之下，透過亞洲研

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8，於 1960 至 1966 年連續舉

辦 6 場探討現代日本政府與社會的現代日本研討會（Conference on Modern

Japan），確立了以日本現代化發展過程為此時期的研究主軸（Jansen, 1988a;

Tansman, 2003）9。

在此時期，現代化是所有日本研究的共同分析架構，不同領域學門從

歷史、政治到宗教都是在這個架構下研究日本。不同學科共享一個分析架

構，也反映出日本研究還沒有很細緻化的學門分工。這也是因為日本研究

在當時還在發展初期尚未成熟，美國社會對日本的瞭解有限，還是在拼湊

日本的圖像，所以日本研究主要重點是在求廣泛的介紹，介紹日本是什麼

（what），學門領域的差別並不是太重要。普遍的看法是日本與美國不同，

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文化上的特殊性，無法用西方理論來研究日本（Hardacre,

1998）。在這樣的脈絡下，日本政治也多是從日本的獨特性，尤其是文化

角度去詮釋（Calder, 1998）。例如自民黨黨組織的架構與派閥的制度化發

                                                       
7 如學者 Smith（1959）探討德川幕府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8 亞洲研究學會是美國針對亞洲研究最大的學會。
9

將重點放在日本近代化與當時的意識型態也有關。戰後的日本學者強烈受到馬克思主

義的影響，但是冷戰時期，美蘇關係惡化，美國強烈抑制共產主義的擴張。相較之下，

現代化理論比較沒有意識型態的問題，在這個架構下，美國學者比較容易和日本學者

對話（Jansen, 19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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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是以個人為中心仰賴個人後援會的競選方式，學者往往歸因於文化

解釋（Thayer, 1969; Curtis, 1971; Richardson, 1974）。

以日本現代化為日本研究方向持續到 1970s，因為越戰的爆發而有所

改變。當時新一代學者，是在越戰時期成長，對於政府權威存疑。現代化

研究某程度隱含著「所有發展最終會與西方國家趨同」的假設，年輕一輩

學者質疑，強調日本現代化的研究，是把日本作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典範，

以改造其他東亞國家成為美國所期望的發展。他們認為，這樣的研究是為

了替政府外交政策服務，有其政治目的，而質疑以區域研究提供政府情報

的必要性10。此外，他們也質疑戰後研究過於強調日本的和諧形象，他們

認為所謂的「現代化」過程並不是那樣平順或正面，工業化也帶來相當的

問題，例如農民運動。所以，不管從政治因素或是學術本身，現代化主題

都受到挑戰，也使得之後的日本研究呈現比較多元化的發展。

雖然區域研究受到批評，日本研究不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不只是因

為日本政府也於 1972 年成立「國際交流基金」（Japan Foundation）進一步

推動日本研究，更是因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吸引了更多人研究日本。

肆、1980s 至 1990s──日本研究高峰期

二次大戰戰後日本經濟快速成長，1964 年成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

晉升為已發展國家之列，1970s 初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此之

前，儘管日本經濟表現在各方面都還是與美國有差距，沒有受到太大重視。

直到 1970s 之後的發展，日本經濟發展才受到重視。

                                                       
10 對現代化理論學者來說，在當時，日本是唯一成功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非西方

國家，也是當時東亞唯一的民主國家。與鄰近其他東亞國家或是拉丁美洲相比，不論

在經濟或政治上，日本算是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典範。但是，對新一代學者，他們批評

福特基金會與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有關係，中央情報局資助

基金會去舉辦活動，等於是為政府倡導美國的觀念，參見 Saunder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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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70s 兩次石油危機，造成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已開發國家

中，日本卻受創較小11。其次，美日貿易赤字一直擴大，日本家電、汽車

等產品迅速佔領世界市場，學者傅高義（Vogel, 1979）甚至稱呼日本為世

界第一。尤其汽車工業向來是美國自豪的工業卻被日本趕上，對美國人來

說，日本從過去是被美國幫助的小兄弟，轉變為能夠與美國競爭，會擔心

美國被日本所取代。這種憂慮帶動戰後另一波日本研究。美國學界與產業，

包括美國政府，想知道日本何以快速成長，會對美國產業造成什麼影響。

除了負面的憂慮，實務界的人看到日本經濟發展帶來的商機，也希望

能多瞭解日本。與之前的日本研究的不同，過去的研究很少是有商業考量，

但是 1980s 連非學術界也對日本有興趣。不懂日語的人，需要有英文的日

本分析資料，日語人才需求增加。在各方面對日本有極大好奇的情況下，

在大學學日文的人數從 1983 年的 16,127 人大幅增加為 1986 年 23,454 人，

單單 4 年內增加了 45.4％（Jansen, 1988b）12。研究人員，除了學者，還包

括記者，甚至實際曾參與美日談判的官員也針對日本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

出書做討論13。從事日本研究的人數，從 1970 年 597 位，增加到 1984 年

的 1,535 位，到了 1989 年增加為近乎 4,000 位14（Tansman, 2003: 2）。在此

階段，明顯的，市場需求促進日本研究的發展。

日本的經濟發展，帶動了許多研究，包括勞動市場、產業上下游關係

等。有趣的是，研究日本的經濟學者並不多，反而是從政府、政策角度去

研究日本經濟的政治學者比較多。換句話說，日本經濟發展所帶動的是日

本政治經濟學者，而非經濟學者15。到了 1995 年，在研究日本的博士生中

                                                       
11 如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Katzenstein, 1978）一書中，就是比較已開發國家在石油

危機後的應對與發展，其中，有一章就是討論「為什麼面對石油危機只有日本得以成

功轉型」？
12 就總額來說，中文與俄文仍是學系外語的主要選擇。但是，同時期學中文與學俄文的

學生分別只有增加 28.2％與 11.87％（Jansen, 1988b）。
13 如記者 Wolfren（1989）、Fallows（1994）、Fingleton（1995），實務界如 Prestowitz（1989）。
14 這包含比較廣義的日本研究者，若是以真正學術性研究者來計，人數沒有這麼多。
15 受訪於 1998，許多當時的研究日本的新生代學者談到，雖然日本經濟表現吸引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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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4％是主修政治學，為單一學門中研究日本最多的（Tansman, 2003:

21）16。

在研究主題方面，最常被引用的論點就是由 Johnson（1982）於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一書所提出的「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模型。對於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Johnson 認為日本經濟發展不是單純基

於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有政府介入，透過產業政策將有限資源支持

發展特定產業，以提升國家的競爭力的結果。他不認為日本經濟發展是文

化因素使然，而是受到制度的影響（1988）17。某程度來說，Johnson 的論

點延伸是之前現代化理論時期學者的看法，對後進國家如何透過制度的設

計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討論。同時， Johnson 的說法，也呼應當時 Bring the

State back In（Evans, et al., 1985）、「強勢政府」（strong state）或國家自主

性（state autonomy）的論點，認為日本政府（在 Johnson 的討論中就是官

僚）能夠抗拒利益團體的壓力甚至改變利益團體的偏好，而做出有利國家

整體發展的政策。其中，優秀的官僚（也就是當時的通商產業產省，現在

的經濟產業省）扮演著領航員的角色，決定國家發展的方向，私人部門只

是扮演跟隨與次要的角色。

1980s 以來幾乎所有日本政治經濟研究，不管是支持或是批判 Johnson

的論點，都要從 Johnson 的看法出發，去探討官僚的權力基礎，是否出身

於特定的背景、學校，如何發展特定產業，如汽車產業、半導體產業等。

其中，有些支持 Johnson 說法的人，更是將 Johnson 的觀點轉化為強調日

本制度的優勢，發展出修正學派（revisionists）或是強調日本與美國不同

的異質論。他們認為日本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將會取代美

                                                       
的研究興趣，單純做日本研究的經濟學者不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經濟學強調理論與

模型，以區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難被經濟學界所接受（古森義久，1999）。
16 但是，若是以泛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背景學者相比，人數上，人文背景出身的學者仍

是研究日本的主力（Tansman, 2003）。
17 Johnson（1988）以日本高儲蓄率為例，原本日本人民並沒有儲蓄觀念，而是明治維新

時期在日本政府政策影響下，人民才有儲蓄的意願。所以，日本高儲蓄率不是因為文

化或傳統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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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主張美國應該放棄自由市場經濟，仿效日本採用產

業政策，擷取優勝者（pick winners），給予補助以提升競爭力，才能夠維

持美國在全球經濟上的領先18。

Johnson 帶動了「誰統治日本？」的辯論，這些討論主導了 1980s 及 1990s

日本政治研究。同時期，也正是東亞經濟起飛的時期，許多學者將 Johnson

的「發展國家」架構運用到其他東亞後進發展國家（包括台灣），去討論

經濟發展的動力，帶動了東亞政治經濟的比較研究，如 Amsden（1989）、

Wade（1990）。即使是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世界銀行（World Bank, 1993），

也承認東亞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對於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

當然，Johnson 的論點引起很多批評與回應。首先，有學者認為行政

官僚不是那樣絕對優勢，行政官僚的影響力不該視為理所當然，Samuels

（1987）與 Okimoto（1989）皆指出，成功的產業政策是取決於政府與私

人部門的合作，政府的主導不能視為理所當然。其次，行政部門不一定是

那樣有效率。通商產業省與產業的關係並不適用於其他部門。而且，不同

行政部門各有自己的利益，當利益衝突時，往往無法有效地做出決定（Callon,

1995）。再者，更重要的是，政治人物的角色被低估。官僚雖然也許具有

資訊上的優勢，但是即便法案是由行政部門草擬，任何法案的通過（包括

預算）還是需由國會議員通過（Krauss & Muramatsu, 1984），這賦予政治

人物對政策影響的空間。由於自民黨長期執政，國會議員也累積相當的政

策知識，並不是只是依賴行政官僚，甚至在重要法案上，常常否決官僚所

提出的改革方案，扮演著近乎否決者的角色（Schoppa, 1990）19。此外，

日本經濟也不是那樣全面的有效率。日本的出口導向的產業，的確是有效

率的，但是，日本經濟其實是二元結構，也同時存在不是那麼有效率的產

業（Calder, 1988; Woodall, 1996）。所謂的「擷取優勝者原則」，並不是適

                                                       
18 持此觀點的學者 Laura Tyson 後來還成為克林頓政府時期的經濟顧問，對當時政府政策

相當有影響。
19 Johnson（1995）同意政治人物影響力有增加的趨勢，但是他還是認為 1970s 以來政治

人物權力大過官僚的說法是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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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所有的產業。事實上許多不效率的產業，是自民黨的重要支持者，雖

然不具效率、競爭力，自民黨政府仍給予補助（Calder, 1988）。

伍、1990s 中期以後到現在──變動中的日本，轉型

中的日本研究

日本政治研究到了 1990s 有著許多改變。與之前的日本研究者相比，

近年研究日本的學者，曾參與軍隊的比例減少，大部分是大學就有同時雙

修東亞研究或是東亞語言系。新一輩的學者不少是 1980s 以來曾到日本教

授過英語的大學生畢業生（參加「語学指導等を行う外国青年招致事業」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回到美國後進入研究所。與

1980s 最大不同，1990s 中期之後，研究日本的熱潮有減緩的趨勢（Steinhoff,

2007）20。主要是因為政治上，冷戰結束，日本的策略重要性減少，美國

政府對於日本研究的補助也隨之減少。另外則是經濟上，除了因為中國的

崛起，主要是因為日本經濟復甦遲緩，隨著日本經濟在 1990s 的衰退，日

本不再視為是對美國的威脅，理論上與實務上的研究誘因也減少。此時期，

對日本研究者來說，最大的挑戰是該如何研究日本。

日本政治研究到了 1980s、1990s 在各方面都相當深入，學門分工也

越來越細緻化。一個重要的辯論的焦點則是該用什麼方法來研究日本。強

調日本的特殊性？還是用一個普遍性的架構去研究日本21？如前所述，戰

後的普遍的看法是日本與美國不同，有其特殊性，再加上，當時日本研究

                                                       
20 Steinhoff（2007）引用的定義比較嚴格，相較於 Tansman（2003）估計 1989 有近四千

人研究日本，Steinhoo（2007）則是估計 1989 年有超過 1,600 位研究日本，1995 年上

升到 2,300 位，2005 年則下滑到 1,800 位研究日本。若再區分學者與博士生，1989 年

有 1,200 位學者研究日本，400 位博士生寫有關日本的論文，1995 年有 1,500 位學者研

究日本，800 位博士生做有關日本的論文，2005 年有近 1,300 位學者及 560 位博士生

研究日本。
21 這也是其他區域研究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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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發展中，有許多議題都還不清楚，甚至還沒有被研究過，所以，研究

日本的學者，主要的工作是將日本介紹給美國人，做訊息的傳遞，比較描

述性，也就比較不會注意理論的創新22。日本政治也多是從日本的獨特性，

尤其是文化角度去詮釋23。但是，學者逐漸意識到有比較的研究才能建立

比較好的因果關係與理論，若是過度強調日本的特殊性，會使得日本政治

研究獨立於政治學主流（Richardson & Patterson, 2001），無法做比較、不

利學術性對話。

雖然有共識不該獨立於政治學之外，要增加比較分析，問一個可以跨

國比較的一般性問題，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有著相當大的辯論24。會有這

樣的辯論，主要是因為日本研究趨向成熟，個別領域對日本的研究也更為

深入。隨著專業化的提升，個別學門更強調日本研究該重視理論與研究方

法。其中，將理性選擇（rational choice）運用到日本研究影響相當大的辯

論。尤其以 Ramseyer 與 Rosenbluth（1993）的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最具代表性25。Ramseyer 與 Rosenbluth 將政治人物與官僚的關係定義為代

理人關係，也就是官僚是政治人物在追求與執行政策的代理人，做決定的

是政治人物，官僚只是執行政治人物的政策論點與之前強調的官僚優越性

的研究不同，他們的重點是在政治人物。不過，之所以引起很多批評的原

因是在於，作者們的論證方式。

                                                       
22 這是 1990s 美國研究日本新生代學者在受訪時所做的表示（古森義久，1999）。
23 當然，日本在許多地方與美國不同，不容易被比較。如日本雖然有定期選舉，卻是長

期由一黨執政。民主國家怎麼會由同一個政黨持續執政？會有日本是否是民主國家的

質疑。
24 之前已有不少學者將既有的政治理論去檢證或是加以修正運用到日本政治分析，例如

引用多元主義去討論日本決策過程，如 patterned pluralism（Krauss & Muramatsu, 1987），
或是引用統合主義去討論國家社會關係（Pempel & Tsunekawa, 1979）。或是像 Zysman
（1983）等探討日本與其他國家金融制度的異同及其不同發展。對於自民黨長期執政，

Pempel（1990）將日本與其他也有政黨或聯合內閣長期執政的國家做比較，以找出自

民黨何以長期執政的原因。不過，日本近期的發展使得比較研究有更多的題材，如其

他國家也有選舉制度改變。
25 其他同時期引用理性選擇研究日本的主要學者，還有 Jun Kato、Masaru Kohno、Michael

Thies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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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日本政治研究比較是在總體層次的討論， Ramseyer 與

Rosenbluth 則是採用理性選擇為研究途徑，重點是在行為者，提供的是個

體分析。源於經濟學，理性選擇是假設行為者都是自利且追求利益極大化。

運用到政治學，行為者所追求的利益不限於物質利益（金錢），主要在於

權力與勝選等，以追求勝選為前提之下，去演繹行為者可能的策略。將理

性選擇運用到日本政治研究，主要是認為日本政治人物與其他國家政治人

物沒有不同，都是以追求勝選為前提，不強調也不認為日本政治有特殊性。

譬如，派閥的形成與延續，政調會委員制的產生都是為了強化個人／自民

黨勝選而發展出來，而不是像過去所說，文化上日本人喜歡（習慣）群體

或重視個人關係，所以組成派閥。

傳統日本政治研究者包括 Johnson 對這樣的發展有很大的反彈

（Johnson & Keehn, 1994），他們批評這樣不是研究日本的方法。他們的批

評主要在於，普遍性的架構常常忽略了脈絡的討論與對歷史認知的缺乏。

他們質疑是否理性選擇適合研究日本？是否真能幫助我們更瞭解日本？也

就是說，他們認為理性選擇分析對日本的瞭解是錯的。

如果說 Johnson 或其他學者太強調官僚的優越，Ramseyer 與 Rosenbluth

等人則是太強調政治人物的控制力，而忽略了官僚在資訊上的優勢。事實

掌握與理論同樣重要。但是，本文以為，對於事實面的批評，不足以去推

論理性選擇是否適合運用到日本研究。因為「是否合乎事實？」是論證上

的證據是否足夠的問題，非理論邏輯的問題。同樣在理性選擇下，也有講

到資訊不對稱造成的代理人問題，政治人物的優勢不是絕對（Moe, 1984）。

更何況理性選擇已經廣泛運用到其他研究，理性選擇也只是研究方法的（架

構）的一種，不該是零和（zero-sum）辯論問題26。不過，現在很少人在研

究上特別強調是理性選擇或是不是理性選擇觀點，因為個體分析層次，對

                                                       
26 當然，理性選擇選學者為了強調與過去的學者不同，只是一味批評既有的日本研究是

錯的，或是根本不大引用既有的日本研究文獻，會有傾向特意否定過去，而有打稻草

人的謬誤（straw man fallacy），沒有學術上的對話。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3 期（2009/秋季號）86

行為者的假設，在政治學中是必須的，其次，研究方法很多種，重點在是

否具有邏輯性與對理論的建立有幫助，大部分的人都是演繹與歸納並重。

除了方法論上的辯論，日本 1990s 以來的政治經濟變化，也迫使學者

必須要思考該用什麼架構來研究日本政治經濟。如前所述，戰後日本研究

之所以可以這樣發展，是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除此之外，日本由於戰後

長期由自民黨執政，使得日本政治非常穩定，也有助於日本研究的發展。

同屬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雖然同樣受到美國政府支持，但是在 1978 改革

開放之前，不斷的政治動員，使得研究上所認定的主要行為者一直在變，

不利研究，使得先前研究所建立的權力架構、行為者互動模式，常常會受

到突然的政治事件影響，無法再適用（Harding, 1984; Haplern, 1993）。相

較之下，日本研究沒有這樣的問題，長期的政治穩定使得權力關係相當穩

定，有助於研究的深化。再加上資訊取得比較不受限制，田野調查的資料

也相當可信，日本研究到了 1990 在各方面的研究都相當深入。然而，1990s

日本的發展，使得過去所累積對於日本的理解似乎不再完全適用。

首先，經濟上，1980s 末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之後卻遲遲無法復甦。1997

開始銀行、證券公司倒閉，一連串金融問題，銀行不倒的神話不再。這些

發展考驗著如何用既有的理論去解釋變化。剛開始大部分學者認為日本制

度沒有問題，只要稍微修正就可以恢復。Fingleton（1995）甚至認為日本

終將會在 2000 年超越美國取得經濟地位的領先。但是，隨著經濟一直沒

有起色，越來越多質疑日本制度本身的問題。如 Katz 認為是制度本身的

問題，需要全面性的改革。日本政治經濟的研究問題從「日本何以這麼成

功」改為「日本應該如何改革」、「為什麼日本無法有效改革」？

長期被稱讚的官僚，由於無法有效處理經濟問題，而被認為是為了私

利，所以才不願意改革，被批評為是造成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再加上一

連串弊案，官僚反而成為改革的重點，被抨擊的主要對象27。再加上東亞

                                                       
27 除了經濟問題，官僚一連串的弊案消息也使得人們對官僚的形象大為改變，有才使得

在 1996 年眾議院選舉，除了共產黨以外，所有政黨都以「行政改革」為訴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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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危機，1980s 的主要架構發展模式備受質疑。許多過去被稱讚的優點，

現在卻被認為是阻礙日本復甦的原因28。明顯的，之前建立的研究架構有

運用上的問題。

其次，雖然日本經濟復甦相當遲緩，被稱為「失落的 10 年」（Lost

Decade），但是在制度上，同時有相當多的改變，如政治上，選舉制度從

「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行政改革部門大型重組，增加首相職權、

設立副大臣，以提高政治主導（降低官僚影響力）。因應金融危機，金融

監督的權限也從大藏省分離，獨立成立金融廳，對於銀行採取更嚴格的監

督。面對這些制度上的變革，另一個研究的主題是：日本政治是否會因這

些制度改變而有所改變、如何變29？在改革的起初，許多批評日本沒有改

變。因為自民黨仍是執政黨，而兩黨制也沒有如預期立刻出現。但是近期

的日本政治的確是與 10 年、10 年前教科書上描述的不同，制度改革的效

果也慢慢呈現，尤其是在前首相小泉上台後，越來越多人承認，日本是有

在改變，只是改變的方向不一定是符合當初的預期。

日本政治研究主題與日本政治變動息息相關，面臨日本政治的改變，

日本政治研究也得尋求新的研究架構。但是，新架構並不容易建構，主要

是因為日本政治過去相當穩定，有影響力的主要行為者（actor）一直都差

不多，權力關係沒有太大的變化。分析架構上，大抵都是以鐵三角為架構

（政治人物-官僚-利益團體），只是對於誰有比較影響力給予不同權重。過

去在一個穩定的架構（「不會變」的假設下）討論他們關係如何存續、政

策產出，現在如何用一樣的行為者去解釋改變？如果是他們的利益、偏好

改變，又是什麼因素造成改變？尤其在 2009 年 9 月自民黨下台，民主黨

取得執政後，原有的分析架構，勢必得修正，這將是未來日本政治研究的

                                                       
被抨擊最厲害的是過去主管財政與金融的大藏省（現改為財務省）。

28 過去被認為有助於政策推動的緊密政商關係，現在反而被視為成為貪污的根源。過去

被稱讚的有助於穩定的產業結構，如交叉持股，也變成不利改革、復甦的因素。
29 如 Carlile 與 Tilton（1998）、Amyx 與 Drysadle（2003）、Krauss 與 Pekkanen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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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戰。

陸、結論

什麼因素影響日本研究的發展？國際大環境、美日關係、美國內政、

日本本身的發展及學術界的研究方向（對於學門訓練與區域研究的看法）

都是影響日本研究發展的因素。只是在不同時期，有些因素扮演比較強的

因素：戰後初期，主要是國際情勢（冷戰）及美國內政（政策）影響到日

本研究的形成與研究方向。之後，等到研究資源比較有了基礎，影響日本

研究的議題，則是越來越受到日本發展的影響。整體來說，日本研究一開

始是政治性，定位在服務政府、幫助做政策的區域研究，強調對日本全面

性的瞭解與日本的獨特性。之後雖然還有政治上、政策上的需求，促使日

本研究大幅增加的則是經濟誘因。現在則是比較是學術上研究的誘因（日

本政治的變與不變，如何變）在吸引新一輩的學者。

誰研究日本？美國的日本研究學者，按出身背景可以分為三類。第一

類是住過日本，來自傳教士家庭（如 Reishauer、Rosenbluth、Schoppa）、

學者家庭（Steven Vogel）、經商家庭或是父親在軍營，所以有居住過日本

的經驗。第二類是軍旅生涯受到日文訓練（因戰爭而知日的社群）。第三

類曾到日本教授過英語的大學生畢業生，回到美國後進入研究所。雖比不

上第一類學者曾長期生活在日本，也是有相當的經驗。整體來說，出身於

傳教士家庭、住過日本的比例相當高。近年研究日本的學者，曾參與軍隊

的比例減少，大部分是大學就有同時雙修東亞研究或是東亞語言系。

回顧美國日本研究的發展，對於發展台灣的日本政治研究有什麼啟示

或意涵？本文以為，是研究資源制度化。學者如 Patricia Steinhoff（1993）

曾強調個人是出於對日本文化的喜愛，而研究日本。但是本文以為，純粹

文化上的喜好，不足以轉化為學術性的研究。個人喜好無法說明，為什麼

日本研究是在戰後突然增加。從前面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政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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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金會提供經費，造就了美國日本研究的形成。如果沒有透過研討會連

續舉辦現代化議題討論，或是贊助特定研究方向，戰後日本研究也不一定

會朝向現代化發展的研究。

再者，由於建立許多研究中心，除了培養研究日本的美國學者，建立

跨領域的對話平台，也與日本學術單位交流，邀請日本學者或是官僚做長

期訪問，甚至連在學的研究生也有機會與直接參與日本政策的官員接觸，

這無異給予研究日本的學者最直接的聯繫。這樣的網絡關係，有助於資訊

的分享與辯論。

此外，有了穩定的研究資源（經費），研究也不會因為市場因素（經

濟誘因改變），而大幅減少30。隨著日本經濟在 1990s 的衰退，日本熱減少，

但是，幸好先前建立的資源、網絡關係已制度化，使得研究日本的人數仍

維持一定。更重要的是，有相當的研究經費，學者才能支付起到日本做田

野調查的費用，不會只依賴二手資料，而能有原創性的研究。雖然現在許

多資料網路上可以找到，甚至日本國會圖書館的資料，也可以直接線上要

求影印，無須本人飛到日本去找資料。但是許多資訊仍是要到當地，透過

直接的觀察與對話，才能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畢竟政治不是只是最後公布

的政府文件或是選舉結果，過程也一樣重要。台灣如果要發展具有特色的

日本研究，相當的研究經費與資源是不可少的。

                                                       
30 日本方面的經費贊助，尤其是日本的國際交流基金，的確也是促使美國日本研究發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 1980s 以後有相當的影響。但是，在本文的討論中，筆者

沒有針對日本國際交流基金做討論，因為若是沒有美國政府在戰後一開始創造出的需

求，使得美國本身的學術社群先對日本有興趣，美國的日本研究也不會有這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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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 has the largest community, outside Japan, doing Japanese

studies.  How have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like

that?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o different stages to answer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factors trigge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States?” “Who study Japanese studies?” and “What hat topics do they

mainly focus on?”  Hopefully, this article would be able to draw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Japanese studies in Taiwan from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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